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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幾十年有關語言獲得的科研已日催成熟，開端時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根據學語者的年齡分別已慢慢產生了一些分支。從成年人的第二語言習得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的研究，到今天兒童的第二語言習得 （chil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已歸納到兒童雙語獲得研究 （child bilingualism）的範疇裏面。本文從兒童雙語獲得研究的框架下，討論手語雙語與共融教育的模式對聾童語言發展與接受教育的效果。其中我們關註的是當聾童要獲得多於一個語言時，其多種語言發展是否存在關聯或可能導致負面影響。同時，為達到聾健共融的教育效果，要培養的不單是聾生，同樣是健聽生他們以手語或口語為溝通語言尤為重要；這也配合了雙語語言習得理論要求，就是共融教育產生了持續性的，雙語性的自然語言語料輸入。

一、 手語雙語的興起
60年代到80年代之間有關ASL以及BSL的研究（Stokoe, Casterline & Croneberg, 1965; Klima & Bellugi, 1979; Kyle & Woll, 1985），使得世界上許多自然手語的語言學證據不斷增長。這些證據證實，口語中觀察到的抽象的結構體系，在手語中也同樣存在(請看Sandler & Lillo- Martin, 2006; Brentari, 2010; Pfau, Steinbach & Woll, 2012 作為對現有文獻的最新補充)。80年代的一些研究也開始考察出生在聾人家庭的聾童是怎樣獲得自然手語的。研究結果顯示了一個與口語獲得研究相類似的輪廓(Petitto, 1983, 1987, 1990; Newport & Meier, 1985; Lillo-Martin, 1991)。 
這些研究的發展促進了針對聾生的手語雙語教育的開展。這些模式最初是以特殊學校環境為背景，主要分布在歐洲，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加拿大的不同地區；最近大陸在愛德基金會的資助下，在某些聾校也開展了手語雙語的聾教育項目 （鄭旋2011；鄭荔2000；張寧生&黃荔嬌2000）。典型的手語雙語模式將自然手語作為聾生的第一語言，來支持他們口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讀寫能力發展。在海外，這些項目也基於Cummins’ (1981)的語言相互關系假說（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該假說認為，語言（x）和語言（y）之間存在一個語言共核能力（common-core proficiency），該能力能夠使語言（x）和語言（y）之間的語言知識以及概念知識進行非直接的，有序的遷移（transfer）。 Cummins的語言知識通常指詞匯，音系，讀寫，以及概念知識。他並沒有明確地反對句法知識，或是形態句法界面知識的遷移，而只是懷疑如果兩種語言的表層結構不同，那麽這種遷移有可能不會發生(Cummins, 2005)。
迄今為止，有關在特殊環境下設立針對聾童語言、讀寫以及學業表現發展的手語雙語模式的主要觀點，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狀態 (Swanwick & Marschark, 2010)。 一方面有聾教育研究人員批評手語雙語模式的有效性，認為它沒能提供有效的實驗來顯示它所承諾的效果，具體來說，手語雙語模式是否能填補聾童在讀寫能力以及學業表現上與一般健聽同齡人的差距，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定論(Mayer & Leigh, 2010; Spencer & Marschark, 2010; Knoors & Marschark, 2012)。在另一方面，一些研究發現盡管和健聽同齡人相比還是存在一些距離，聾童的早期手語技能與口語中的詞匯知識以及閱讀理解存在著正相關 (Strong &Prinz, 1997; Wilbur, 2000; Padden & Ramsey, 2000; Hoffmeister, 2000; Singleton, Morgan, DiGello, Wiles, & Rivers, 2004; Chamberlain & Mayberry, 2008; Hermans, Knoors, Ormel, &Verhoeven, 2008)。另外，較早地接觸手語有利於今後的讀寫能力、閱讀理解能力的發展，並能夠為教育成果(Mayberry, 2007)以及認知如思維理論（Theory of Mind）帶來優勢(Schick, de Villiers, de Villiers, & Hoffmeister, 2007; Tomasuolo, Valeri, Di Renzo, Pasqualetti&Volterra，2012).

二、助聽科技技術對聾教育的影響 	
在口語上，手語雙語模式在近幾年也受到全球融合式聾人教育（inclusive deaf education）趨勢的挑戰。嬰兒聽力普遍篩查及早期人工耳蝸植入研究都顯示了聾童言語感知能力上的進步。 然而，這些接受移植的兒童，依然存在不同的結果，固然有些聾童能反映出某一年齡所應達到的口語能力的潛力；同時也有一些在閱讀能力以及學業表現上落後於他們的同齡健聽生（chronological age peers）(Geers, Moog, Biedenstein, Brenner & Hayes, 2009; Marschark, Sarchet, Rhoten, &Zupan, 2010; Archbold& Mayer, 2012)。而有關現今許多國家的教育編制，使早期接受人工耳蝸植入的孩子被放入主流環境中學習，受制於這樣一種教育模式，要接觸自然手語的機會微乎其微。在部分歐美國家的主流教育，礙於聾生語言感知差異很大，也有不是純粹的口語教學，而是加以視覺交流體系 （visu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例如讀話cued speech，觸感手語，口語式手語等等 。這些方式假定將會帶領聾童“直接地”進行口語交流。對於某些研究者來說，接觸自然手語似乎是多余的，並且可能只有在檢查結果顯示他們無法在口語上發展時，他們可能會被建議回到針對他們的特殊教育環境下繼續接受教育（Mayer & Leigh, 2010)。像這樣，手語雙語項目會變成這些孩子的庇護所，可是，他們都已成為學手語的晚學語者， 習得手語的成效都成了疑問。 
Goldin-Meadow 和Mayberry (2001)也發現，沒能獲得有效的自然語言輸入的聾童，或是只接收到英語式手語（Manually Coded English）輸入的聾童，無法在任何一種語言上達到母語者水平。Mayberry & Lock (2003)也發現，一語接觸時間延遲至6歲或以上的孩子，他們的語法發展以及理解能力將會因此產生不良影響。這以犧牲早期手語或普遍語言發展機會為代價的人工耳蝸植入方案正受到一批語言學家的批評。這些研究者認為，人工耳蝸植入的成功率，依然有很大的波動，而聾童在語言或的關鍵期內的語言流失，將會對他們的語言，讀寫，認知以及社交能力造成長久的負面影響 (Humphries, Kushalnagar, Mathur, Napoli, Padden, Rathmann, & Smith, 2012)。他們不反對口語發展，更提倡通過手語雙語來保育早期語言認知的聾童語言發展方案。
其實，有關手語雙語項目的爭議所忽視的，就是當聾童在習得環境中接觸手語和口語時，他們的雙語獲得進程。跟一般學習兩個口語為雙語的兒童一樣， 一個雙語的環境也使得他們能夠同時獲得兩種不同形式的語言。

三、跨信道雙語（bimodal bilingualism）的研究
近年來，有關手語語言學研究手法，經歷了從單語手語語言獲得，到跨信道雙語（bimodal bilingualism）獲得的轉變。其實，人類天生就具有獲得語言的內在能力，所以只要有語言輸入，聾童和普通兒童一樣，都具有獲得一種或以上語言的發展潛力。因此，成為跨信道雙語的人，都符合語言學及語言獲得理論基礎要求 (Grosjean, 2010; van den Bogaerde & Baker, 2005; Lillo-Martin, 2008)。這種跨信道語言學習能力，即在語言產出上運用兩種語法系統的能力（即語碼截搭code blending），已經在聾人監護人或聾父母所生的健聽兒童 (van den Bogaerde & Baker, 2008, on Dutch & SLN)， 聾父母所生的健聽成年人 (Emmorey, Borinstein, & Thompson, 2005, 英語-美國手語) 以及聾童學習者 (Donati & Branchini, 2013, 意大利語-意大利手語; Fung & Tang, 2013, 粵語-香港手語) 等等身上得到驗證。總體來看，語碼截搭是語言表現上兩種發展中的語言系統相互作用的證據，並且，它的產生也符合自然語言的規律。從教育的角度看，語碼截搭的研究，使得研究者們能夠將它與同步交流（Simultaneous Communication）區別（即SimCom）。語碼截搭顯示出在語言產出中手語和一種口語相互性的語言處理過程。但是，SimCom基本上只是由口語句法驅動的，同時，個別手語詞匯在同步交流產出的過程中往往被並入了口語句法中，形成以口語語法為本的文法手語， 與語碼截搭不可以混為一談。

四、聾健共融教育模式之研究
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手語雙語模式最早是針對深度至重度聽力損傷的聾人學習者，在特殊環境下開展的。而那些輕度或重度聽力損傷的兒童則在主流學校學習，很少有機會接觸手語。這項有關早期教育定位的策略，將聾童在這兩種有著不同理念的環境中分開 (Swanwick 2010)。盡管如此，通過一些特殊的安排，例如在主流環境下幫助聾童學習的手語翻譯，已經在一些國家中進行嘗試。然而，手語翻譯的次質量的可能性(Russell, 2010)及其做法的反效果都是重點問題。Schick, Williams, &Kupermintz, (2005)觀察到當在堂上賦予手語翻譯時，聾童與翻譯者在課堂環境中可能會被視為社會文化中的異己。但是，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在主流學校聘用聾人助教幫助聾人學生反而有良好的效果。聾人助教的出現喚起了周圍參與者那份聾的意識，也喚起了他們對於聾人和健聽人之間口語和手語差異的元語言意識(McKee, 2005)。至於在主流環境的聾生，有研究表示在學習說話的同時學習手語，也提高了他們成績 (DeLana, Gentry, & Andrews, 2007)，並且幫助了他們與同齡人保持社會交往 (Bowen, 2008).
Knoors 和 Marschark (2012)認為，沒有一種單一的溝通方法能夠迎合各有長短的聾生,只有采用多樣的方式才能夠滿足他們多樣的需要 。他們進一步建議，在主流環境下進行聾健共融教育（co-enrolment）是另一種選擇。換句話來說，這個方案目的是以打破語言和教育環境的障礙來滿足聾童的需要，也許會幫助我們去探索如何提高聾童讀寫能力及教育成果的出路 。
聾健共融模式本身就是要求有一定數量的聾童和健聽學生一起在一班的教室裏通過共用的語言， 包括手語來進行學習。不像一般的融合主流教育，學校裏只有零散的，一兩個聾生在課堂上通過口語接受教育。前者是雙向的融合，後者是單向的。另外，聾健共融模式與其他教學方式不同，每天班上由一名聾人老師和一名健聽老師一起授課，協作教學，共同培養聾生與健聽生。自美國加利福尼亞洲的“Tripod Program”開始(Kirchner, 1994)，歐美各地開始陸續出現面向聾生和健聽生的共融計劃，他們分布在：(a)美國亞利桑那 (Antia & Metz, in prep)，(b)荷蘭 (Hermans, de Klerk, Wauters, & Knoors, in prep)，(c)意大利(Ardito, Caselli, Vecchietti, &Volterra, 2008), 以及(f)西班牙馬德裏(Perez, Valmaseda & Morgan, in prep); 亞洲區有 (a)香港 (Tang, Lam &Yiu, in prep), (b)臺灣臺南Tainan, Taiwan (Hsing & Su, 2013)，以及(c)日本 (Torigoe, 2013) 。
從雙語獲得的角度看，主流學校中的手語雙語共融模式，也許能夠在語言輸入方面提供一個豐富的語言獲得環境，因為手語和口語同時運用在課堂以及聾生和健聽生之間的日常交流上，老師和學生都是如此。至於手語語料輸入，與典型的特殊環境教育一樣，聾人家庭的聾童，或是懂手語的聾成年人，或是高年級聾生，都可以成為較小的聾生與健聽生的語料輸入來源。
共融教育模式作為一種教育聾生的新方法，證明其有效性的研究發現才剛剛開始出現。大多數研究都將重點放在最初的成果上，尤其是口語中的詞匯知識。根據斯坦福能力測試的分數 (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 Harcourt Brace, 1997)，Kreimeyer, Crooke, Drye, Egbert & Klein (2000)考察了15名2、3、4年級的聾生，他們都經過了三年的共融教育。他們在閱讀詞匯上達到了同伴聽生的平均水平，但在閱讀理解上卻未達標 。四年以後，在經過了七年的共融教育，McCain和Antia (2005)研究了另外5個聾生，發現他們的閱讀分數高於其他同齡聾生，但仍低於同齡的健聽生水平。Hermans, de Klerk, Wauters 和Knoors (in prep)也觀察到，在12個共融模式的聾生，盡管與同齡的健聽生相比仍有差距，但他們在理解荷蘭語詞匯方面確實有了顯著的提高。總體來看，共融計劃在詞匯知識方面確實能夠帶來一些成績，但在更加長遠、更高的語言層面，例如閱讀理解所涉及的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Tang, Lam 和 Yiu (in prep) 最近也觀察到香港聾健共融模式的聾生，他們的口頭語（廣東話）、書面語（漢語）和香港手語的語法知識在學習過程中是有正面的相互關系。這說明學了手語並沒有對口語，無論是口頭語或是書面語，帶來負面影響。另外，有聾父母的，早期配備了助聽儀器，和口語語言感知能力強的聾生，他們三語的能力相對平均。Yiu 和 Tang（in prep）也從社會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框架下進行聾生與健聽生對課堂裏外的交往評估，結果顯示聾健手語雙語的共融環境帶來的，不單是聾生，還有健聽生在學習態度與朋輩交往有正面的效果。

五、討論
Tang, Lam 和 Yiu (in prep) 的考察是為了探討兩個本來在不同溝通模式的語言有沒有語言知識跨信道遷移的可能性。他們從語言習得研究理論出發，再從實驗中找到驗證。那麽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其實，習得研究一直指出，二語習得中第一語言到第二語言的知識遷移，或是在雙語習得中從主導的語言到次主導的語言之間的遷移， 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接受這個假設，那麽在某些更高的語言學層面上如語法都可以以跨信道的方式，發生手語和口語語法知識的遷移 。這與之前認為表層結構不同，或是手語缺乏書寫形式將會不支持跨信道語言遷移的觀點正好相反 (Mayer & Wells, 1996, pp.105; Mayer & Akamatsu, 2000, Cummins, 2005)。 
那麽，我們怎樣將目前的發現與Cummins的語言相互關系假說相聯系呢？我們認為，盡管Cummins的相互關系假說定義太狹窄，並且僅限於特定的語言知識層面中，我們還是可以擴展並且將他的遷移觀點與現今語言習得理論結合，尤其是二語習得和雙語習得中有關跨語言遷移的觀點。其實，在語言學理論上，普遍語法中原則和參數的抽象知識是存在在所有語言中的，因此使得語言遷移成為可能。在目前的項目中，在抽象層面遷移語言知識的手段可能會被認為具有決定性作用。在語言獲得上，語言學習者必須利用他們發展中的語言認知資源，在語言發展的任何時段，支持習得的過程，不論是二語習得還是雙語習得。
通過普遍聽力篩查以及早期介入成功，保障聾童能夠接觸到口語輸入，同時又接受較早且持續的手語輸入的話，那麽這些孩子也能夠成為同時性的雙語獲得（Simultaneous bilingual acquisition）者。假如這個論點成立，Cummins 的 “如果要發生遷移，則必須有一個良好強大的L1基礎以及L2的一些基本知識”的概念，就顯得有些多余了。同時，這個以手語作為聾童第一語言的說法需要重新定義。由於聾童有機會在早期接觸一種以上的語言，並且發展這些語言，那麽他們就很有可能同時將手語和口語都作為第一語言。這跟其他以兩個口語作為第一語言的雙語兒童沒有兩樣 
聾健共融的重要性是語言輸入的時間和性質。這個問題的核心是：聾童是否有機會融入一種既有口語，又有手語持續輸入的語言獲得環境之中。在主流學校進行手語雙語共融已被慢慢證實為有效的聾教育方案。持續性的雙重語言輸入已被證實是對口語雙語者有利的 (Genesee, 2009)。Thordardottir (2011)也指出，如果想讓雙語兒童達到某種語言能力，達到說該種語言的單語兒童的水平，那麽他們每天需要至少花40%的'清醒’時間（waking hours）來接觸這種語言。Kanto, Huttunen和 Laakso (2013)指出了出生在聾人家庭的健聽孩子，或融入雙語環境的學校中就起了發展雙語的積極作用。換句話來說，教育環境是聾生和健聽生接受語言輸入的搖籃，尤其是手語，因為95%的聾生的父母都是聽人，他們在家裏沒法有手語輸入，因而聾健共融模式所提供的持續的口語和手語輸入，在他們的語言獲得中就變得非常重要。這種持續的兩種語言輸入為他們的雙語獲得創造了豐富的語言獲得環境。

六、總結
    Goldin-Meadow和Mayberry(2001, 226) 認為較早地發現聽力損傷，較早地進入教育體系，較早且持續地接觸流利的手語者，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會有效地保證深度至重度聽力損傷聾童有機會學習一種語言。Swanwick和Dammeyer (in prep) 也說，與其難於接受將語言與教育方式分離的兩極分化，我們倒不如支持聾教育多體化與語言多元化 (linguistic pluralism) 的論點，接受聾教育中應有不同溝通模式來配合聾童特殊需要的觀點。正如Grimes, Thoutenhoofd和Byrne (2007)提出的那樣，家長們在決定要選擇一種單語的方式教育自己的聾人孩子之前，應當先充分了解所有的選擇。這與家長們選擇手語雙語模式相比，一樣重要，且雙語發展應當作為一種對聾童雙語發展更為豐富的選擇，而不是一種缺陷。最後，由於聾健共融教育還在起步階段，雖然各地研究得到了不少正面成果，我們還得思考聾健共融教育作為一個概念在主流學校進行的可能性，隨之而來的是往後聾校，尤其是有特殊教育專業培訓的老師在共融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作者註：感謝香港賽馬會慷慨捐助「香港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計劃
        （2006-2014）」，開創了香港聾人教育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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